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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低碳试点建设是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抓手,尽管各试点城市都进行低碳发展相关的政

策设计,但政策执行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基于低碳试点的实证经

验,从政策执行的机制保障层面等探究低碳试点城市政策执行效果的主要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资
金保障机制、监测核算机制是碳减排目标达成的必要条件,组织保障机制是目标达成的充分条件;目标

责任制和人才保障机制尚未有效促进碳减排;信息公开机制在缺乏目标责任制和人才保障机制情况下,
能够有效通过社会参与促进低碳发展。 指出中国在迈向“双碳冶目标的过程中应落实专项资金保障和

组织保障机制,完善监测核算和目标责任制的组合机制,以及细化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衔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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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低碳发展上积极作为。 2015 年,中国政

府发布《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向全球承诺将于 2030 年左右实现二氧

化碳排放达到峰值淤。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全世界宣

布,中国决定“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冶于,由此形成中国的“双碳冶目标。 早在 2010 年、
2012 年和 2017 年,作为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抓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积极行动并高层推动,
相继开展建设了三批国家低碳试点盂。 三批低碳试点城市既基于不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

件,在推进低碳减排工作的着力点上也各不相同;同时,也在生产生活领域的积极探索,为其他非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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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省市提供了可借鉴的政策工具箱[1]。 三批低碳试点城市的先试先行,尤其是在碳减排政策执行

上,为中国迈向“双碳冶目标作出了有力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
上海、深圳等试点城市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推动下,分别制定了地方的《低碳 /气候变化专

项规划》、《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低碳相关制度,并成立了低碳领导小组以推进制度的实

施[2]27鄄38。 在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十二五冶时期,整体上扭转了碳排放总量快速增长的势

头,碳排放增长趋势明显放缓。 2011—2015 年,我国能源消费仅增长了 0郾 4 亿吨,碳排放在历史上

首次出现负增长,较上一年下降了近 1 亿吨[3]。
尽管中国整体上碳排放增长势头放缓,但各低碳试点城市的碳减排成效仍存在较大差别,而且制

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得到了有效的实施。 我国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是国家首次自上而下大范围推动

低碳行动的政策试验。 2010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低碳概念的认知仍处于探索之中淤。 为最小化试错

成本,降低社会风险,《通知》中并未明确规定城市的碳减排路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甚少干预

地方试验,在整个试点进行过程中,尽量将低碳转型的创新主动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各低碳试点城市

在设计和落实政策执行时具有较大的自主决定权和回旋空间。
政策的模糊性可能导致象征性执行问题,被规制者也可能会对制度被动应付,甚至公开抵制,

由此导致制度形同虚设,失去效用[4]。 制度失灵主要源于相应机制无法驱动被规制者实现制度目

标,制度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指南[5],而机制是机体各部分相互联系和作用的

结构关系与运行方式[6]。 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把中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

能冶于。 制度的生命力不仅代表着制度本身的建立合理性,更需要通过制度的贯彻执行来加以体

现[7],而且只有当制度形成了机制,即社会各成员能够自动地趋向于制度目标的时候,才能真正实

现制度的效能转化[8]。
因此,尽管我国各低碳试点城市都建立了低碳发展的相关规章制度,但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将

直接影响低碳政策的执行效果,探究碳减排的影响机制对于落实中国的碳减排任务和尽早实现

“双碳冶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在文本分析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和案例

研究法,探究我国三批低碳试点城市政策执行效果的主要影响机制,以期基于低碳试点的实证经

验,从政策执行的机制保障层面,为中国迈向“双碳冶目标提供经验启示和政策建议。

一、低碳试点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三批低碳试点城市的持续推进,关于低碳试点政策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和丰富。 学界

先期的研究多关注试点城市低碳发展的目标、内容、意涵、计划、策略等内容[9鄄14];近年来,愈多的研

究聚焦于低碳试点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并从低碳生产、低碳生活、低碳建筑、低碳交通、碳汇等层

面探索试点城市的达峰路径、目标转化方式等[15]。
我们探究低碳试点政策执行的影响机制,首要是需要明晰政策执行的效果。 目前,学界关于低碳

试点城市发展效果的评价主要基于两种途径。 一是学者通过准自然实验法估计低碳试点城市与非试

点城市的碳减排效果差别。 例如,张华(2020)基于 2003—2016 年 28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

差分方法估计了低碳城市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发现,试点城市的碳排放量比非试点城市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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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郾 05% [16];周迪等(2019)以第二批低碳试点为例,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鄄DID)方法发

现,低碳试点政策通过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方式,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具有显著

且持续的推动作用[17];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低碳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排放

强度,但短期内低碳试点的碳排放水平呈现不均匀、不平衡的变化态势[18鄄19]。 二是学者通过低碳生

产、低碳交通、低碳建筑、碳汇、低碳管理等多维指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低碳试点的效

果[20]。 林恩·普莱斯(Lynn Price, 2013)等基于能耗构建了低碳发展的指标体系对中国首批五省八

市的低碳试点进行了评价[12];丁丁等(2015)设计了包含城市碳排放、社会经济和目标设定等指标在

内的综合评价体系,把低碳试点分为领先型、发展型、探索型和后发型四类地区,并由此设定了不同的

减排路径和减排目标[21];杨秀(Yang, 2018)等从人均碳排放量、单位 GDP 碳排放量等多个指标对低

碳试点进行了评估和分类[22];陈楠和庄贵阳(2018)从宏观领域、能源、产业、低碳生活、资源环境、低
碳政策创新等六个维度构建低碳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对低碳试点的积极成效和不平衡发展进行

了检验评估[23]。
另外,部分学者也检验了低碳试点政策的附加效应。 逯进等(2020)发现试点政策显著推动了产

业结构升级,其中介机制是财政分权、技术创新和绿色消费理念[24];李顺毅(2018)运用合成控制法评

估了低碳城市试点对电能消费强度的影响认为,低碳试点政策的开展降低了电能消费强度,而且这一

效应日益显著[25];韦东明和顾乃华(2021)以 2004—2016 年间中国 286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发现低碳

城市试点通过对绿色技术的采纳和更新推动绿色经济发展[26];此外,有学者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

值匹配法证明,低碳试点建设显著提升了本地的空气质量[27鄄28];也有学者研究评估了低碳试点政策对

生态效率的影响,认为中国的低碳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有效提高了生态效

率[29鄄30];还有学者相关研究评估了低碳试点政策与城市绿色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等之间的关系[31鄄32]。
综合而言,我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被学者及社会普遍认为,不仅对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

具有积极作用,并且对于其它相关领域也具有正外部性作用,包括提升空气质量、推动绿色经济、促
进产业结构升级等。 目前,学界相关研究文献甚少关注低碳制度设计到政策效果实现过程中的影

响机制,为此,本文力图打开此研究的缺口,以期为中国迈向“双碳冶目标提供经验启示。

二、低碳政策执行影响机制的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了多案例比较和单案例深描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前者从面上探究影响低碳试点政策

执行的主要保障机制,后者重点探究这些保障机制是如何影响碳减排政策执行效果;同时,在多案

例比较上,采用了文本分析法和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 定性比

较分析法最早由查尔斯·拉金(Charles C Ragin)提出,这一方法通过集合论和布尔代数等技术手

段,对多案例比较分析来确定因果联系[33]。 它融合定性方法的案例取向和定量方法的变量取向,
旨在通过案例间的比较,找出条件组态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回答“条件的哪些组态可以导致期望

的结果出现? 哪些组态导致结果的不出现?冶等问题[34],擅长进行中小样本案例的比较与系统分

析[35]。 定性比较分析与传统仅关注单一原因的研究不同,有助于识别结果发生的多重并发原因,
为同一结果的多种路径提供了解释性框架[36]。 本文选择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risp鄄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 QCA)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研究中的案例量属于

中小样本;二是案例中的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均为二分取值;三是制度条件变量对于碳减排结果变

量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和组合影响路径。 在单案例深描上,本文采用了田野调查法和案例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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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研究团队在结合专家咨询意见下,对位于中国西部地区的第二批试点城市 A 市开展

了专题调研,访谈的部门包括市发改委、工能局、交通局、住建局、环保局、统计局等,涉及的相关资

料和数据主要来源于调研资料以及政府文件。
(二)变量选择

1郾 结果变量

目前,学界对于低碳试点的低碳发展效果评价主要有准自然实验和综合指标评价法,但这两类

评价结果均难以直接作为本研究的结果变量。 这主要缘由两方面因素:一是准自然实验的评价是

针对试点和非试点城市而言的,难以区分试点内的效果差别;二是综合指标体系评价法主观因素较

强,评价结果差异较大。 因而,基于重要性、客观性和可获得性的原则,本文以低碳发展中的一个重

要的客观指标———人均碳排放量,作为评价低碳试点碳减排的代表性指标。 2016 年,国家发展改

革和委员会在低碳试点城市建设的五年后,对第一批和第二批试点城市进行了全面的工作评价,其
中评价比较了试点 2015 年和 2010 年的人均碳排放量情况。 本文在涉及的 35 个试点样本中,相比

2010 年,有 12 个试点 2015 年人均碳排放量下降,23 个试点人均碳排放量上升[22]。 由此,本文将

人均碳排放量下降的试点记为 1,上升的试点记为 0。
2郾 条件变量

QCA 方法在条件变量选择上主要遵循“超级条件冶的原则,即通过筛选出少量且关键核心条件

因素,以便解释跨案例的规律性、综合性结果,以及解决“有限多样性问题冶 [37]。 基于这一原则,条
件变量的筛选办法有问题导向法、研究框架法、理论视角法、文献归纳法、现象总结法等[38]。 本文

根据研究特点,主要采用了现象总结法进行影响机制的提炼。 现象总结法是从研究现象中形成或

获得可信条件,其更适用于新兴现象[39],而低碳试点碳减排的影响机制考量即符合了这一特征。
因此,本文针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发布的《中国低碳省市试点进展报

告》 [2],对 35 个低碳试点建设情况进行文本分析,得到 6 个条件变量。
(1)组织保障机制。 在低碳试点建设过程中,我国有 35 个低碳试点城市都成立了低碳领导小组,

但是领导小组的牵头领导级别存在一定差异。 有的低碳试点城市是由地方“一把手冶,即市委书记或

市长牵头;有的则是由地方主要领导,如常务副市长、副市长等牵头。 党政“一把手冶在中国的政治体

制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市委书记拥有政治领导权、决策权、干部管理权和监督权等诸类权力,市长则拥

有行政执行权、决策权、建议权和监督权等诸类权力,权力关涉全市政府部门人、财、物的配置[40]。 因

此,尽管我国低碳试点城市都进行了领导小组的组织保障,但是党政“一把手冶权力赋予可能会对制度

作用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将有党政“一把手冶牵头的试点记为 1,反之记为 0。
(2)人才保障机制。 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抢人大战冶,争夺高素质人才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

关键要素[41],良好的人力资源也是低碳发展的重要一环。 本文将低碳试点制度安排中有涉及“低
碳技术人才引进冶的试点记为 1,反之记为 0。

(3)资金保障机制。 我国低碳发展在资源要素投入上具有巨大需求,尤其体现在资金保障上,
而资金保障往往是制度得以践行的现实驱动力。 本文将有专门设置“低碳发展专项资金冶的试点

记为 1,反之记为 0。
(4)目标责任制。 目标责任制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层层落实的政策执行机制,已成为政府

绩效管理的典型模式之一[42] 。 目标责任制被证明在中国的节能减排、污染防治、气候变化等资

源环境管理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43鄄46] 。 本文将实施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制的试点记为 1,反
之记为 0。

(5)监测核算机制。 我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监测核算机制是指试点城市对企业、公共建筑、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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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单位的温室气体监测和核算。 目标责任制主要是对政府管理的目标约束,而监测核算机制主要

针对企事业单位等;有效的监测核算机制有助于督促企事业单位节能减排,促进低碳发展。 本文将

有建设温室气体监测和评价机制的试点记为 1,反之记为 0。
(6)信息公开机制。 信息公开是鼓励社会公众参与,接受外部监督的重要环节。 政府相关部

门是否对低碳发展相关的能源数据进行公开,可能会影响社会公众对城市低碳发展的监督行为。
本文将有建设政府能源数据网络公开平台的试点记为 1,反之记为 0。

三、低碳政策执行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

(一)单因素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

本文针对定性比较分析,主要是通过“一致性冶和“覆盖率冶来判断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之间是

否存在必要性与充分性关系。 一致性指纳入分析的所有案例在多大程度上共享了导致结果发生的

某个给定条件(或条件组合),一般来说,若某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大于 0郾 9,则该因素是必要条

件[47];如果某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大于 0郾 8,则认为该变量为充分条件,即此单一条件变量构成了

解释结果的一种路径[48];若某一条件变量的覆盖率值越大,则说明该条件变量在经验上对结果变

量的解释程度越高。
表 1 分别反映了结果变量为人均碳排放下降和上升时的必要及充分条件分析。 当结果变量为

人均碳排放下降时,资金保障和监测核算的一致性为 1,大于 0郾 9,说明资金保障机制和监测核算机

制分别为导致试点城市人均碳排放下降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组织保障的一致性为 0郾 83,大于

0郾 8,说明组织保障机制为人均碳排放下降的充分条件;当结果变量为人均碳排放上升时,并无某一

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大于 0郾 8。 这说明,我国低碳试点城市并没有哪一项机制的存在或缺失,会必然

导致或充分导致试点城市的人均碳排放上升。

表 1摇 单因素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人均碳排放下降 人均碳排放上升

一致性 覆盖率 / % 一致性 覆盖率 / %

组织保障 0郾 83 42郾 0 0郾 39 82郾 0

非组织保障 0郾 17 18郾 0 0郾 61 58郾 0

人才保障 0郾 5 29郾 0 0郾 35 57郾 0

非人才保障 0郾 5 43郾 0 0郾 65 71郾 0

资金保障 1郾 0 41郾 0 0郾 26 100

非资金保障 0郾 0 0郾 0 0郾 74 59郾 0

目标责任制 0郾 5 35郾 0 0郾 52 67郾 0

非目标责任制 0郾 5 33郾 0 0郾 48 65郾 0

监测核算 1郾 0 46郾 0 0郾 39 100

非监测核算 0郾 0 0郾 0 0郾 61 54郾 0

信息公开 0郾 75 50郾 0 0郾 61 82郾 0

非信息公开 0郾 25 18郾 0 0郾 39 50郾 0

摇 摇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低碳省市试点进展报告》的文本分析,运算过程采用 fm鄄QCA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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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郾 资金保障机制

上海和深圳在资金保障机制上,提供了典型做法,两地的低碳发展都得到了财政大力支持。 上

海市在 2008 年国家试点计划实施之前,就设立了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2008 年以来,上海市先后制

定修订了 60 余项实施细则,主要用于淘汰落后产能、工业节能技改、建筑节能、交通节能、新能源汽

车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代、节能低碳产品推广等方面。 “十二五冶
期间,上海市累计投入专项资金 113 亿元,为推进低碳发展工作提供了资金支持[2]180鄄192。 深圳市从

2012 年开始,设立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扶持资金、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项目,到 2015 年底,分别下达资金 9郾 66 亿元、22 亿元、29
亿元、10 亿元;同时,深圳市于 2015 年对全市 10 个低碳试点项目奖励资金 4 236 万元[2]122鄄131。 因

而,资金保障在达到人均碳排放下降目标的过程中成为必要条件,成为低碳行动开展的基础。 然

而,并不是所有试点都能像上海、深圳一样获得充足的资金保障。 大部分的低碳试点城市并没有专

项资金支持,或是支持的力度十分有限。 在低碳试点城市中,尽管 A 市当地颁布了相应的低碳发

展规划方案,但低碳发展一直受制于资金的匮缺。 A 市发改委干部表示,“低碳试点在资金上没有

支持,中央没有实质上的支持和政策倾斜,更多的是压力,县区政府执行缺乏动力,企业的节能改造

也没有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冶淤在具体的行动领域,低碳行动的开展也因为财政支持不足、资金支

持缺乏连续性、投融资困难等原因而“浮于表面冶。 例如,在低碳建筑政策执行上,相关部门干部

说,“现在低碳工作的难处在于什么都让推,但是没有政策支持和引导,市里面的财政资金也没有

专门地倾向于这方面。 主要是省里面有资金配套,但是主要针对一个项目或者一年,没有办法成为

可持续的引导性的政策。冶于在低碳交通执行上,也有相关部门干部表示,“国家以引导性资金为主,
对于目前以建设为主的阶段来说远远不够,只能以试点示范为主。 而且投资融资困难,很多企业不

愿意尝试或使用节能减排技术,因为短期内不带来经济效益会影响企业积极性。冶淤

2郾 监测核算机制

监测核算机制是评估城市碳排放情况的有力保障,也是实施碳减排目标责任制的基础条件。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低碳试点城市较早开始建立低碳监测体系。 例如,宁波市开发了温室气体清单

数据信息查询管理系统,可以在线填报和分析温室气体数据,并对重点企业、交通和大型建筑进行

耗能监测和诊断。 深圳市建立了控排企业、建筑物、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统计核算制度,要求企

业每年需提交第三方核查报告,并通过完善核查机构和人员队伍的管理,推动碳核查机构和人员管

理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以及提升核查机构专业技术能力。 上海市开发了专门的软件,整合了能

源利用状况报告、节能月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是国内首个一次性填报生成的系统;同时在“十二

五冶期间,出台的节能低碳各类地方标准超过 100 项,包括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节能标准,公交车、出
租车、轨道交通、集装箱船舶、港口轮胎吊等用能指南及限值标准,基本形成了覆盖主要用能领域、较
为完整的标准体系。 宁波、深圳、上海在摸清“家底冶后,都提出了在 2020 年左右就能实现碳排放达峰

的目标[2]268鄄273。 但是,大多数低碳试点城市缺乏对具体行动领域的碳排放监测和核算,尤其体现在交

通领域和建筑领域。 A 市就由于缺少交通领域的碳排放监测核算机制,只能以交通能耗作为考核目

标,这与实际的碳排放之间依然存在差距。 A 市交通局干部表示,“目前没有专门的碳排放方面的考

核目标,还是以交通能耗方面的目标为准。冶淤由于 A 市碳排放监测核算机制的不完善,一度无法测算

和提出碳排放的达峰年份,只能以国家 2030 年的碳达峰年目标作为该城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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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郾 组织保障机制

组织保障机制作为充分条件,实际上是地方领导注意力分配而形成的一系列作用方式,即所谓

的“领导高度重视冶。 尽管这一理念在学术界受到广泛批判,认为助长了“官本位冶的不良风气,不
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但是领导高度重视的背后,具有中国科层运作的深层逻辑,并推动了官员的

注意力向待解决的事件优先分配,从而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组织保障机制生效的机理在于

通过地方党政“一把手冶的优先关注,使得部分公共事务能够得到人、财、物的优先配置,包括设立

专项资金、消除部门壁垒、优化资源调配等。 有学者指出,地方领导往往在两大类的事务上会强化

注意力分配,一类是避责型事务,如精准扶贫、安全生产、扫黑除恶等“一票否决冶事件;另一类是邀

功型事务,如凸显政治绩效事件、高级别领导重视事件、标志性政绩工程等[49]。 尽管我国所有的低

碳试点城市都成立了地方领导牵头的工作小组,但从牵头领导的级别可以反映地方政府的重视程

度。 对于弱激励弱约束的低碳试点项目,低碳发展并非避责型事务,只有当低碳发展成为邀功型事

务时,才有可能获得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进而获得权力的优先分配。 在深圳市,低碳发展被确立

为深圳城市发展的新特质和新名片后,市长亲任全市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把低碳试点工作的安排分解到各个部门,并把责任细化到具体岗位,从而有效推动了深圳市的人均

碳排放的下降。 然而,低碳发展在大部分试点城市都未成为一项地方政府可以从中获取政治绩效

的事务。 因此,在有限注意力分配下,政府部门的注意力优先分配给了强约束强压力的任务,而低

碳发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组织保障。 例如,A 市作为国家森林城市,其环保压力远高于低碳发展压

力。 正如 A 市环保局干部所言,“在低碳发展上,环保部门目前的环保考核压力较大,由于低碳没

有相应的考核指标,低碳概念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冶淤

(二)组合路径分析

本文在单因素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基础上,对一致性小于 0郾 8 的非必要充分条件进行组合

分析,从而呈现达成人均碳排放下降目标的多元路径。 如表 2 所示,三个条件组合的总覆盖度为

58郾 3% ,其解释了 1 / 2 的案例情况,由此分别得出三条达成人均碳排放下降目标的复合路径。

表 2摇 人均碳排放下降的条件组合分析结果

摇 摇 摇 摇 条件组合 覆盖率 / % 净覆盖率 / % 一致性

非目标责任制和信息公开 33郾 3 25郾 0 1郾 0

非人才保障和信息公开 25郾 0 16郾 7 1郾 0

非人才保障和非目标责任制 16郾 7 8郾 3 1郾 0

所有组合 58郾 3 — 1郾 0

摇 摇 注:覆盖率 (raw coverage)指给定项解释结果案例的比例;净覆盖率 (unique coverage)指剔除与其他组合重复

的部分而得到的覆盖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低碳省市试点进展报告》的文本分析,运算过程采用 fm鄄QCA 软件。

摇 摇 三条复合路径在确定必要和充分条件的基础上分别是:
复合路径一:非目标责任制和信息公开机制。 该路径主要涉及的案例城市包括石家庄、宁波和

乌鲁木齐。 这一路径核心特征是无目标责任制下的信息公开机制,在缺乏目标责任制约束的情况

下,信息公开机制形成的外部监督对于碳减排目标的达成具有重要意义。
复合路径二:非人才保障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 该路径主要涉及的案例城市包括上海和深圳。

这一路径核心特征是无人才保障机制下的信息公开机制,在缺乏人才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信息公开

机制形成的外部力量支撑能够有效弥补这一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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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路径三:非人才保障机制和非目标责任制。 该路径主要涉及的案例城市为温州。 这一路

径强调了即使在无目标责任制和无人才保障机制下,依靠组织保障机制、资金保障机制和监测核算

机制依然可以保障城市碳减排政策的执行。
复合路径的结果显示,除了资金保障机制、监测核算机制和组织保障机制的重要性外,被认为

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上具有重要作用的目标责任制[44],却未能在前两批低碳试点中发挥效用。
笔者认为,这主要由两方面原因引起的:一是从中央层面而言,我国前两批低碳试点城市在建设中

呈现弱激励弱约束的特征,中央政府希望地方试点通过自主探索发展路径和创新政策工具,总结和

推广低碳发展经验,而前两批试点城市的试点建设目标多为预期性的,而非约束性的[15, 50];二是从

地方层面而言,由于在低碳试点城市建设初期,大部分城市的碳排放核算清单在编制当中,因而无

法对生产、交通、建筑等领域的碳排放进行有效评估,这对碳减排的目标设置产生难度。
如果低碳试点城市在监测核算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内部缺乏低碳发展的约束机制,则当

前碳减排的目标责任制也难以发挥效用。 正如 A 市住建局和交通运输局的干部所言,“低碳更多

是一种导向性的概念,并未具体落实为指导目标,地方对低碳发展的理解不深。冶“A 市在规划中对

低碳交通做了专门的篇章规划,但是没有细化,现在没有明确的目标和量化,以宏观导向为主。冶淤

由于地方政府对低碳发展缺乏足够认识,因而在建设上缺乏有效支持,A 市发改委干部表示,“我们

对低碳发展的概念比较模糊,对低碳理念的认识也比较欠缺。冶
信息数据、智力支持和内部约束机制的缺失导致地方政府的碳减排工作失去抓手。 因此,我国

建立以信息公开为基础的公众参与机制尤为重要,公众参与能够为城市的低碳发展构筑外部监督

和智力支持的联合体系,推动低碳生活和生产在全社会的普及。 目前,上海以重点用能单位能耗、
碳排放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公开为基础,推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节能控

碳的工作当中。 部分低碳试点城市也推出了碳积分制、碳币、碳信用卡、碳普惠制等方式促进公众

参与。 当前,我国低碳试点城市信息公开机制的广度和深度依然不够充分,公众参与的范围和层次

比较有限,社会公众力量也难以对城市的低碳建设发展进行有效监督。
本文综合单因素和条件组合分析结果,认为必须重视三个方面的政策执行力度,一是资金保障

机制、监测核算机制是试点城市碳减排目标达成的必要条件,组织保障机制是目标达成的充分条

件;二是目标责任制和人才保障机制尚未显著促进碳减排目标的达成;三是信息公开机制能够有效

弥补目标责任制和人才保障机制的缺失,须通过公众参与推动低碳发展。

四、中国迈向“双碳冶目标的政策执行机制保障

(一)存在问题

我国低碳试点建设是国家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抓手,这一政策过程也为中国迈向碳达峰和

碳中和目标提供了宝贵经验。 回顾中国“十二五冶期间的碳减排政策过程,尽管整体上碳排放增长

势头放缓,但各低碳试点的碳减排成效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在前两批 35 个主要低碳试点城市中,
有 12 个试点 2015 年人均碳排放量相比 2010 年呈下降,其余 23 个试点人均碳排放量均不同程度

上升。 尽管我国所有的低碳试点城市都建立了低碳发展的相关制度,但部分试点制度执行缺乏机

制保障,低碳发展制度并未完全转化成碳减排成效。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影响低碳政策执行的关键

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金保障机制、监测核算机制、组织保障机制;二是目标责任制和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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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保障机制;三是信息公开机制。
我国构建和完善资金保障机制、监测核算机制、组织保障机制、信息公开机制等机制对于实现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国家的低碳政策形成了足够的保障机制,才能有效实现

正式制度的效能转化。 然而,对于我国之前的一些低碳试点城市而言,在有限注意力分配下,地方

政府部门的注意力并未优先分配给弱激励弱约束的低碳发展任务,地方低碳发展受到的组织保障

和专项资金支持较为有限,关键领域的碳排放监测核算机制以及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从而导致政

府内部的目标责任制和外部的社会监督机制难以生效。 中国在今后全面推开低碳城市建设和迈向

“双碳冶目标的过程中,应当在前期低碳制度建设的基础上,重点加强相关机制的培育和完善,促进

低碳发展的具象化和细致化,增强碳减排目标的可操作性。 2017 年,我国在汲取了前两批低碳试

点的经验后,第三批低碳试点城市已经逐步将组织保障、资金保障、监测核算、信息公开等机制落实

到试点工作当中。
(二)具体举措

本文认为,我国通过低碳试点城市在政策执行机制保障方面的先行经验,在迈向“双碳冶目标

的过程中应重点加强几方面的举措。
1郾 强化“双碳冶目标的组织保障机制

我国在低碳试点过程中,各地要强调“一把手冶的牵头作用,统筹协调全市应对气候变化和低

碳试点工作,加强对全市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重要战略和政策制度的制订实施。 各地应构建

市、区及各部门多层次低碳发展工作领导体系,不断完善各区域、多部门参与的决策协调机制。 另

外,地方政府要通过“一把手冶带头的联席会议制度,协商并分配各区各部门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以清晰的总量目标体系倒逼实现“双碳冶目标。

2郾 落实“双碳冶目标的资金保障机制

我国要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冶的原则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开展低碳金融创

新,鼓励发展低碳产业投资基金,鼓励低碳企业开展直接融资;适时采纳“借转补冶和事后奖补,考
察碳排放权作为银行融资的抵押标的,吸引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低碳产业;实行低碳发展优惠税率

和鼓励价格,对低碳发展重点项目给予用地、能源供应、设备折旧、税收等政策优惠。 同时,各地政

府要结合“双碳冶目标,以城市身份参与并助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目标)实现,积极利用

世行、亚行、联合国环境署等国际组织的绿色贷款。
3郾 完善监测核算和目标责任制的组合机制

中央及各地方政府要继续摸清监测核算目录,科学设置目标责任制;同时,各地要以碳数据管

理为基础,建立低碳城市管理体系,建设具备能耗在线监测、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节能减排指标预

警预测、节能减排问题诊断、污染源监控管理、节能减排技术交流服务于一体的能源和碳排放管控

云平台体系。
4郾 细化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衔接机制

我国各级政府要完善信息公布制度,制定《低碳城市建设信息公开指南》和《低碳城市建设信

息公开目录》,定期发布低碳城市试点进展成效状况评价信息,逐步扩大信息公开内容范围,提高

信息公开运作效率和公众参与范围;鼓励上市公司主动披露 ESG(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

理)报告,通过听证、论证、专家咨询或者社会公示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积极接受公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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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China Towards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Evidence from Low鄄carbon Pilot Cities

GUO Shihong1, WANG Xuechun2

(1.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The growth trend of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 as a whole is slowing down, but the
effects of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among low鄄carbon pilots are quite different. Although the
pilot cities all carry out low鄄carbon development related policy making, the mechanisms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s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China忆s low鄄carbon pilots
on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It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China to move towards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 from a perspectiv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nancial support mechanism, power guarantee mechanism, monitoring and accounting
mechanism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chanism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The financial support mechanism and the monitoring and accounting mechanism ar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achieving the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 while the power
guarantee mechanism is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achieving the target. The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alent guarantee mechanism have not effectively promoted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In the absence of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alent guarantee
mechanism,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chanism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low鄄carbon development
through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as follows: promote special funds and
power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low鄄carbon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combination mechanism
of the monitoring and accounting system and the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refine the
linkage mechanism betwee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low鄄carbon pilot
city; carbon peak; carbon neu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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